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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章开沅

我对四川、对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从1937

年冬到 1946年夏前后将近 9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学习 5

年，在铜梁201师603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远到过

今天四川的泸州，而起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

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最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

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最优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

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2006年暮春，我在 57

年后重访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旧址，附近居民闻风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

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往事情缘。我

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

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当然，这八九年更为重要的回忆是抗战，抗战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频

率最高的词语。抗战涵盖一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记得在重

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岁月，连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

“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历史是记忆组成的，个人的记忆会聚成为

群体的记忆，群体的记忆会聚成为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记忆。记忆不仅由

文字语言承载，也保存于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

产之中。历史学者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但这绝非是历史学者单独

承担的责任，而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我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

史文化丛书》编纂出版寄予厚望。



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历史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与华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

义战争。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都是政府主导的

片面战争，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软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

众，所以每次都惨遭失败的结局。只有 1937年到 1945年的全国抗战，由

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大政党终于经由反复协商达成

第二次合作，这才能够实现史无前例的全民抗战，既有正面战场的坚守严

拒，又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杀敌，经过长达 8年艰苦卓绝的壮烈抗

争，终于赢得近代中国第一次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我完全同意《中国抗

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评价：“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由衰

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反抗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方针的误导下，逐步走上军国主义

侵略道路，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经过甲午战争，日本首先占领中国的

台湾省，随后又于1931年根据其既定国策，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野心勃勃

地以“满蒙”为政治军事基地妄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并且与德、意法西

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中最早在亚洲发起大规模侵略战争

的国家，而中国则是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及至1936年日本军

国主义者通过政变使日本正式成为法西斯国家，两年以后更疯狂发动全

面侵华战争。由于日本已经与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

心，所以中国的全国抗战实际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

战）的序幕，并且曾经是亚洲主战场的唯一主力军。正如1938年7月中共

中央《致西班牙人民电》所说：“我们与你们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

前线上。”即使在“二战”全面爆发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延展形成东西两大

战场，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主要战场，依然是长期有效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

军之一，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2002

年夏天，我在巴黎凯旋门正好碰见“二战”老兵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国光

复。经过接待人员介绍，他们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愿从军，便热情邀请

我与他们合影，因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我虽感光荣，但却受之

有愧，因为作为现役军人，未能决胜于疆场，日本就投降了。但是法国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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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非常尊重中国，这是由于他们曾经投降并且亡国，而中国则始终坚持英

勇抗战，并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最后胜利。尽管都是“二战”的主要

战胜国，毕竟分量与地位有所区别，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战。

重庆在抗战期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第二次

国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战”全面爆发以后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

指挥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然而由于大家都能

理解的原因，对于抗战期间重庆与大后方的历史研究长期存在许多不足

之处，至少是难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完整的社会历史原貌。现在经由

重庆学术界倡议，全国各地学者密切合作，同时还有日本、美国、英国、法

国、俄罗斯等外国学者的关怀与支持，共同编辑出版《中国抗战大后方历

史文化丛书》，这堪称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的盛事壮举。我为此感到极大

欣慰，并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学者投入此项大型文化工程，以求无愧于当年

的历史辉煌，也无愧于后世对于我们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卫战争期间，作为现役军人而未能亲赴战场，是我的终生遗

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说曾经是抗战老兵。然而，我毕竟是这段历史的参

与者、亲历者、见证者，仍愿追随众多中外才俊之士，为《中国抗战大后方

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略尽绵薄并乐观其成。如果说当年守土有责未能

如愿，而晚年却能躬逢抗战修史大成，岂非塞翁失马，未必非福？

2010年已经是抗战胜利65周年，我仍然难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

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那鞭炮焰火，那欢声笑语，还有许多人心头默

诵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

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

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以此为序。

庚寅盛暑于实斋

（章开沅，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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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周 勇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点。中国抗战

大后方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共两党合作

抗战的重要政治舞台。中国抗战大后方主要是国民党统治的区域。但中国

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者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推动

者，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

方面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①关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者”的表述，是作者基于历史与现实的考量第一

次提出来的。源于延安革命纪念馆基本陈列对延安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的表述。长期以来，延

安革命纪念馆的基本陈列分为10个部分：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二、红军长征到陕北；三、为建

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四、八载干戈仗延安；五、新中国的雏形——陕甘宁边区；六、窑洞大学

育英才；七、自力更生奏凯歌；八、延安整风铸党魂；九、为和平民主而斗争；十、转战陕北、夺取胜利。

经过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号工程”的建设，2009年，延安革命纪念馆新馆建成并开放，其基本陈

列调整为6个部分：一、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二、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三、新民主主义的模范试验

区；四、延安精神的发祥地；五、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六、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其

中将延安定位于“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是关键。据报道，这一陈列大纲和陈列方案，先后经过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

民军事博物馆的充分论证、反复修改。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等中央领导同志亲临视察，

做出重要指示。2006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审批通过了陈列大纲和方案。（见2009年8月25日《延

安日报》：《认真践行科学发展观 精心打造时代精品工程——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一号工程”

延安革命史陈列布展纪实》）延安是“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这是中央对延安及中共在抗日战争

中的历史地位的新表述，表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国家民族的宽广襟怀，使这一研究达到了新境

界。这也反映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学界的心声，故作上述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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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历史

一、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大后方”概念

中国的抗日战争全国爆发以后，中国的政治版图逐渐呈现出分化的态

势，即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以上海为中心的沦陷区，和以重庆为中心

的中国西部地区，这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

1938年10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六届六中全会作了题为《论

新阶段》的政治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大后方的概念，

他说：“敌以少兵临大国，加以我之坚强抵抗，就迫使敌人发生了兵力不足与

兵力分散的困难，这样就不但给了我一个总的抗日根据地，即大后方，例如

云、贵、川等地，使敌无法占领”；抗战时期的乡村与内战时期的乡村有很大不

同，“不但地域广大，而且在云贵川等省大后方中，尚有许多城市与许多工业，

尚可与外国联络，尚可建设”①。1939年1月，中共在重庆成立了以周恩来为

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工作

以及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②。3月，周恩来在分析全国战局时，

再次表示“西北、西南可以成为我们的大后方”③。此后，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文

件和领导人的讲话、报告中，都明确地把以西南西北为主的国民党统治的区

域称之为“大后方”，成为党内的共识。

1945年 4月 23日至 6月 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

召开。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大

会正式设置“大后方代表团”，与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

冀鲁豫、山东、华中代表团一起，代表全党 121万党员，出席了这次党的历史

①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

版社2011年版，第599—600页。

②《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73页；《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

第268页。

③周恩来：《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1939年 3月），《周恩来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

12月版，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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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盛会。大后方代表团共 84人，正式代表 58人，候补代表 26人。叶剑英

担任大后方代表团主任（亦称团长），陈铁铮（即孔原）担任副主任①。

中国共产党视野下的“大后方”，主体指西南西北国民党统治地区，包括

四川、重庆、西康、云南、贵州、西藏、广西、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省，它是一

个地域概念和政治概念的集合体，包含了地理、政治、军事等丰富内容。

由此可见，“大后方”是抗日战争时期各派政治势力普遍使用的概念，也

是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基本概念，只是阐述其内涵的时候，赋予其具体

的含义。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的工作，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

组成部分而载入史册。

二、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历史环境

抗战时期，中国一切政党、政治派别都面临着两大基本问题，一个是如何

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一个是如何实现政治民主，

建设民主的新中国。

抗战大后方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舞台，而国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基础。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

作为基础的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这是抗战大后方研究的核心问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②

成为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共识。国共合作是这一时期国共关系的中心，团结

抗战是两党的最高利益。这是“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在国共关系上的体现，

而维系两党合作又是抗战胜利的基础。

但是国共之间除了抗日，在其他政治问题（尤其是民主问题）上没有共同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5年7月版。

②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

民日报》，2005年9月4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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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国民党是执政党，控制着中央政府和绝大部分地方政权，掌握着国家经

济命脉和占绝对优势的军队。虽然被迫同意共同抗日，但顽固坚持独裁，坚

持“溶共、限共、反共”，不断制造政治军事摩擦，企图在抗战中消灭共产党的

力量。而共产党没有合法地位，为了自身的发展，在坚持抗战的同时，也不能

不对国民党展开有理有节的斗争。这就引出了许多复杂问题和尖锐矛盾。

不解决这些问题，国共合作就不能持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可能瓦解。

面对这种危机，两党之外的中间势力便成为决定双方力量对比的关键。

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吃过“左倾”路线的亏的。现在

则清楚地认识到“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

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①。因此，总结出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一

条基本经验，即“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把这三者作

为不可分离的整体。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已逐渐形成了两条战线：一

个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一个是党领导的大后方地下工作②，后者最

重要的任务就是统一战线，随着抗日战争进程的发展变化，大后方工作的地

位益显重要。

因此，武汉沦陷后，随着国统区的中心向重庆转移，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

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在重庆改设南方局，担负原长江局职责，故南方局诞生

的天然使命就是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抗日民主凝聚力量，其最重

要的政治任务和贯穿始终的工作就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国

共合作，争取中间势力。由于大后方实际上成为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主要阵

地，因此，南方局这一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也就居于全局性的地位。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8页。

②宋平同志1990年6月25日在北京召开的《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载《南

方局党史研究论文集》，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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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的历史作用

根据国共达成的协议，中共在大后方主要从事政治活动。以重庆为中心

的大后方，国际国内风云激荡、政治斗争纷繁复杂。南方局既处在统一战线

的第一线，也置身国统区险恶的政治环境和艰苦的工作环境之中。中共始终

坚持抗战到底的主张，维护国共合作，争取中间势力。这是中共在抗战大后

方发挥的主要作用。“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

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的周

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格局。因此，

可以说，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

要的政治基础。”①

经济上，尽管中共在大后方并不直接从事经济建设，但在南方局专设有

经济组，宣传中共的财经政策，搜集大后方的经济资料，从经济的角度开展对

工商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厂矿内迁和新建，全国工商

界知名人士云集重庆。南方局领导人通过参观、座谈、演讲、题词等方式宣传

抗战形势和党的主张，支持他们为抗战而发展生产，为自身生存与官僚资本

作斗争，促成他们思想转变和政治进步，使他们主动把民族经济与民族命运

紧密联系起来，构筑抗战胜利的经济基础。

军事上，中共在抗战大后方没有敌后战场那样轰轰烈烈的战斗场面，但

通过南方局及其军事组和公开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做了大量工作。抗战

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张，把游击战争

置于战略高度予以部署，在华南地区建立了庞大的游击武装，成为坚持华南

抗战的中坚力量，也得到了国民党方面的重视和认可。从1939年2月起，国

共两党合作在湖南衡山连续开办了三期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中共派出叶

①胡乔木：《关于南方局党史的编写及其他》，1988年12月9日，《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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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英等 30多位干部担任教学等工作，周恩来到“游干班”亲自讲课，培养了

3000多游击干部，主要分配到南方各战区，领导游击战争。南方局军事组还

为畅通两党两军联络渠道，改善双方关系，加强作战方案、战报、情报等信息

联络，做了大量的工作。

文化上，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中，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不但

没有中断，反而出现了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繁荣发展的新高峰，这也是世界战

争史上的奇迹。这与中共南方局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南方局设立了文化工

作委员会，领导大后方文化运动。同时，充分运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

三厅（第三厅解散后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等公开平台，团结和影响了许多文

化团体和文化名人，组织“雾季公演”，产生了一大批文化精品，在重庆、昆明、

桂林、成都等中心城市形成了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进步文化运动，增强了全

国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念，使以“抗战、团结、民主”为旗帜的抗战进步文化成为

了大后方文化主流。重庆作为中国大后方的文化中心，创造了一系列难以企

及的文化成就，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座高峰。

在对外交往上，中共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就提出了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

的主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正式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共产党确立与英美

等国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南方局作为党的秘密机关，没有与派驻在中

国战时首都的各国外交使团建立官方关系的权力，但是周恩来与他的同事们

仍然与若干外交使团建立起灵活的工作机制。而周恩来本人则凭借着超凡

的个人魅力、温文尔雅的风度以及卓越的外交技巧，成为重庆外交圈备受尊

敬的人物。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结盟，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成立的形势

下，南方局在大后方秉持“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指导方针，促成了中外记者

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成为西方世界对抗日根据地的破冰之旅；促成了美国

观察组进驻延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正式接触和合作的序幕, 这
“是中共与西方关系中的历史性里程碑”①；促成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签订《延

安协定草案》、毛泽东与罗斯福通信，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改组国民政府，

① 周勇、张克雷：《走向平等——战时重庆的外交界与中国现代外交的黎明曙光（1938—
1946）》，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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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包括各抗日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的主张；促成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代

表团成员，参加了创设联合国的进程。“中国共产党以坚定的姿态进入国际外

交视野，也是重庆时期的一大发展”，“推动中共在全球反法西斯斗争中发挥

着独特的作用。”①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使大后方成为中国共产

党从山沟走向世界的起点。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的历史，就是与国民党合作，为国家和民族利

益，克服矛盾、相忍为国的历史。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为抗战时期维护和争

取国家、民族利益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以国共两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为沦陷区人民保留了一份坚持抗战，争取胜利曙光到来的希望，坚持

抗战到底不动摇，维护了中国独立的国家形象，为中国战时国家地位的提升

奠定了基础。美、英、苏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家逐步认识到中国抗战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对中国的抗战从开始的同情到支持，最后走向全

面结盟。

在精神上，八年艰苦的抗战岁月，中华民族进一步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在大后方表现出十分鲜明的特点：国共两党捐弃前嫌，

再次合作，体现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各

党各派抗战到底，反对投降，体现了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重

庆人民不畏强暴，百折不挠，直面强敌的坚定、从容、坚韧和勇气，体现了“在

艰苦受难中的英雄气魄”。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还创造了伟大的红岩精

神，那就是：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为新中国奠定政

治基础的时代使命；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

污”的政治品格；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

气概。它是抗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展示和伟大升

华，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①周勇、张克雷：《走向平等——战时重庆的外交界与中国现代外交的黎明曙光（1938—1946）》，
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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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中国共产党大后方历史的价值与意义

研究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历史，旨在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从而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和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充分认识中国共

产党在抗战大后方的卓越地位和巨大作用，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

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艰难历程和宝贵经验，充分

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培育和形成的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

的宝贵精神财富。

研究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历史，有利于充分认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

大作用和深远影响，强化天下为公，民族至上的理念，推动两岸人民和执政

党，实现民族和解与团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是中国政治舞台上影响

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两大政党。虽然他们的政治纲领、政治信仰存在重大差

异，但却有过两次合作的经历，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对民

族振兴、国家进步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在

大后方合作抗战的历史，通过各地保存资料的参照对比、梳理考证和重新解

读，进一步研究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艰难曲折的历程，还原第二次国共合作的

历史真实；系统论证第二次国共合作取得的重大成果，对于抗日战争的伟大

胜利、对于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对于国共两党的发展产生的深远

影响；总结梳理抗战结束后，两党政治对立、国家分裂对民族复兴和人民福祉

造成的严重伤害，进而充分认识国共两党“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

气”的经验教训，强化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理念，推动两岸人民和执政党，实

现民族和解与团结，巩固两岸和平发展的大好形势。

研究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历史，有利于借鉴历史经验，化解两岸歧见，

积极探讨新形势下发展两岸两党关系的新任务、新形式和新机制，推动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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